中国中产阶层现状分析
“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以来，在经济融入全球体系的同时，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，理论界也引发出对于现代‘中产阶级’（编注：原文如此）的关注与讨论。从理论上看，‘中产阶级’的概念并不局限于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标准，也指领先消费潮流的一种创新生活方式，而且一般指称的‘中产阶级’，又会和关注公共生活，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，崇尚人权的社会势力相联系，因而‘中产’话题引发出来的社会内容较为复杂和敏感。”

　　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卢汉龙在《争鸣与探索》杂志2011年11期发表《转换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路径——以“小康阶层”取代“中产阶级”为尝试》，提出：中国能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，关键在于身处先进生产力前沿(知识服务经济生产力)，又在权力与资本两个维度中处于中间水平的人群，能否和数量更为广大的直接生产者群体联合，有效地实现其与资本和强权的对话，保证社会公平，从而建设一个有“中产”，没有“阶级”的全面小康社会。
　　上海经济评论：除了刚刚我们谈到的职业、收入、主观认同之外，也有学者提到生活方式，按照这一标准，中国是否有中产阶层仍有争议，你怎么看？
　　卢汉龙：用西方的标准来看，中国中产阶层没有西方中产阶层的行为方式。在西方，中产阶层被称为“消费的前沿，政治民主的后卫，社会稳定的基础”。而现在，有些中产阶层反而成为不安定的因素。我觉得在中国，中产阶层并没有产生中产阶层行为的条件。
　　西方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被称为“消费的前沿，政治民主的后卫，社会稳定的基础”，是因为西方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，是跟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人权民主、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完善，同步进行的。
　　观察历史可以发现，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，西方阶级的界限愈加模糊，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种共识，即人权比产权更重要。这个时候的产权概念和马克思时代的产权概念已经不一样了，马克思时代的产权基本上是指物质资本。
　　而上世纪30年代之后，随着生产力发展分化，管理、知识在生产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，人力资本超过物质资本的作用，人力资本就是指知识、技术、经验，是可以通过教育形成的。
　　而且，20世纪60年代，西方国家发现，经济增长了，但是社会要可持续发展，人权保障十分重要。此时，工人阶层的地位，和马克思时代工人的地位也很不同，因为工会、劳动保护政策、社会福利制度慢慢建立起来，分享经济增长的福利已成共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产阶层逐步形成他们的行为方式了。
　　如果只统计收入，或者仅按照职业形态来划分，在中国城市中，已经有30%是中产阶层。
　　但是，这些中产阶层，他们的行为方式、生活状况，跟西方的中产阶层很难做比较，因为他们生存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条件很不一样。
　　比如，私营企业家的收入肯定是中等或中等以上，从产权角度来看，他们处于国有资本和一般劳动者之间，是属于中产阶层。
　　但是，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、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充分重视。市场进入不包容，贷款困难，人力成本的上升很快，他们的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。
　　上海经济评论：现在有一个词汇叫做“被中产”，哪些因素造成被定义为中产阶层的人对自己的中产身份并不认同？
　　卢汉龙：“被中产”的说法大多来自白领知识阶层。对于国内的中产阶层而言，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并不安定。
　　我的观点就是中国有“中产”，但没有“中产阶层”。因为，所谓中产阶层，是要有主观认同的，现在，许多“中产”并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。并且，客观来说，国内的中产人群并没有西方国家中产阶层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环境，当然也难有相应的行为方式。
　　一个稳定的社会，应该多数人认为自己是“中产”，属于中间阶层的。
　　上海经济评论：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？
　　卢汉龙：上海的中产阶层在全国而言，比例很高。虽然上海的中小企业家比较少，但是上海的白领、公务员比较多。假如从职业结构来看，本地户籍的上海人口，肯定有超过二分之一的人群可以属于中产阶层。
　　上海经济评论：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经济的黄金年代，那时，上海中产阶层是怎样的情况？
　　卢汉龙：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中产阶层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上世纪30年代，职员、白领是上海十分重要的一个职业群体。那时，第三产业规模较大，有的人在外国公司做买办，有的人在公司里做职员。像程乃姗等作家，就很喜欢写这个年代的这个职业群体。但是1949年之前，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官僚和半殖民地的条件下艰难成长的。所以即使在上海这样非常现代（摩登）的工商业城市，也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社会，更多看到的是具有“小市民”性格的上海中产群体。但是他们的现代性发展方向是很明确的：讲规则、讲理性、崇拜西方、追求完美。
　　在1949年之后，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这些中产阶层人群，其实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。如50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小企业家、小业主，他们的资产被公有化了，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，还是比较中产阶层的。
